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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宪法”中毛泽东人民立宪思想
及其启示*

张小帅

[摘要]我国现行宪法是在“五四宪法”基础上制定的。“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也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部人民宪法、社会主义类型宪法。“五四宪法”在制定基础、制定目的、制定方法方面体现了毛泽东人

民立宪思想，需要置于毛泽东人民立宪思想和当代中国宪法制度历史变迁中加以考察。着重分析“五四宪

法”所体现的毛泽东人民立宪思想，对于推动我国现行宪法全面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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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我国现行宪法“八二宪法”颁布

实施40周年，“八二宪法”继承了《共同纲领》和

“五四宪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1](p.212)而
《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则体现了毛泽东人

民立宪思想。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宪法起草小

组是“五四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五四宪法”可

以说是毛泽东人民立宪思想的直接体现。对

“五四宪法”学界已经有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

主要基于事后视角或西方宪法理论视角。“五

四宪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

法、人民宪法，[2](p.1295)为当代中国宪法制度[1](p.216)

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对“五四宪

法”的研究，应慎用西方宪法理论，需要将其

置于毛泽东人民立宪思想和当代中国宪法制

度历史变迁中来加以考察。本文无意于探讨

“五四宪法”的具体内容，而是着重探讨“五四

宪法”在制定基础、制定目的与制定方法方面

所体现的毛泽东人民立宪思想，并从毛泽东人

民立宪思想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五四宪法”，以

期能够为现行宪法的全面实施提供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港人治港’的政治与法律机制研究”[19CKS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小帅，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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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宪法”的制定基础

宪法的产生与人民主权理念息息相关。

毛泽东认为，宪法是对民主事实的承认，亦就

是说，必须先创造出民主事实，才能制定宪法。

而民主事实的创造过程，实际上也是立宪意义

上“人民”的创造过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人民主体论的价值

理念，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创造出民主事实和立宪意义上的“人

民”，在此基础上成功制定了“五四宪法”。

（一）民主事实的创造

宪法与民主的关系，是宪法产生与发展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从宪法的发展历

史和条文内容等方面考察世界各国的宪法，就

会发现，无论哪一部宪法都在实质上或者形式

上与民主有关。”[3](p.36)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了这

个问题，他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

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

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

承认它，这就是宪法。”[4](p.735)这一判断深刻揭示

了宪法与民主一个层面的关系，即要先创造出

民主事实，然后通过颁布宪法对民主事实进行

确认。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

山”的压迫、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

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创造民主事实的过

程。毛泽东强调：“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

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

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

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

义压迫。”[4](p.542)因此，我国要制定并有效实施宪

法，尚缺少很多东西，其中主要缺少独立和民

主这两个东西；同时，多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

封建主义的压迫这两个东西。[4](p.731)这些判断

也深刻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诸

多宪法以及宪法性文件没能发挥推动中国社

会进步的作用。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制定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

为例，《临时约法》在颁布之时，中国仍处于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中国人民仍然遭受

“三座大山”压迫、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几千

年封建专制统治使得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行使

过民主权利，也就不存在民主事实。因此，

《临时约法》由于缺乏民主事实的支撑，很快

就被袁世凯废弃。毛泽东亦对南京国民政府

所谓宪政的欺骗性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

他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的宪政之所以是假宪

政，是因为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

治，“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所以当时要努力

的方向应当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

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 [4](p.735)正如习近平所

指出，“历史证明，不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的三座大山，不实行人民民主，任何宪法都不

可能得到人民拥护，都不可能起到推动我国社

会发展进步的作用”。[1](pp.210-211)

对于新中国而言，民主事实的创造、新中

国成立和宪法的制定是三个时刻。中国共产

党对民主事实的创造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的根据地政权建设。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

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

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

文件，在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规定人民群众

享有一系列民主权利。[4](p.193)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这些宪法性文件得到有效实施，根据地

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觉醒，逐渐意识到自己享有

的民主权利并学会如何行使民主权利，从而

“激发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并进一步

推动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3](p.62)不仅为以后

的民主建设和制宪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

验，而且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直至最终取得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宪法的制定

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民主事实。即便如此，在

1949年 10月 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之时，“人民

革命战争还在大片的国土上继续进行，土地制

度的改革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革命

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巩固”，尤其是广大农

村地区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封建主义和民主主

义即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6]也就是说，新

-- 87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2年第4期

中国成立之时仍有一些地方尚不存在民主事

实，制定宪法的条件还不成熟，于是就制定了

发挥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到了 1954
年，广大农村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完

成，革命的社会秩序已经得到巩固，制定宪法

的民主事实基础已经完全创造出来，于是“五

四宪法”应运而生。

（二）立宪意义上“人民”的创造

立宪意义上“人民”的创造，亦即立宪主体

的创造，回答的是“宪法由谁来立、为谁而立”

的问题。从近现代宪法的起源与发展来看，

“人民主权观念的形成和普及是宪法产生的基

础”，[7](p.24)“人民主权”是相对于君主主权、议会

主权而言的，[3](p.85)因而，立宪意义上的“人民”可

以说是一个“前宪法”的政治概念，表征着国家

主人翁的身份和状态，人民是立宪主体，宪法

由人民来立、为人民而立。与“人民”概念的

“前宪法”特性不同，“公民”或“国民”是一个

“后宪法”的法律概念，是依据宪法确立的一种

法律身份。人民必须先取得国家主权，才能制

定宪法、建立自己的政权，并通过宪法来维护

人民的主权与政权。“人民只有在争得民主、掌

握国家政权之后，才能把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

政权上升为宪法法律。”[8]因而，民主事实的创

造过程实际上也是立宪意义上“人民”的创造

过程。而要创造立宪意义上的“人民”，就必须

使人民意识到自己的国家主人翁身份，并且要

把意识到自己国家主人翁身份的人民有效地

组织起来。

首先，人民主体论是毛泽东一直秉持的价

值观念。[9]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p.1031)“一切问题的关

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

不要民众的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11](p.202)几

千年封建社会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人民处于被压迫、奴役的

状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

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被压

迫、奴役状态更加严重，意识不到自己的国家

主人翁身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

打破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推翻“三座大山”的压

迫，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所谓“中国人

民站起来了”，即中国人民意识到了自己的国

家主人翁身份，成为国家主人。可以说，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民主事实的过程就

是一个使人民觉醒，为人民争得国家主权、建

立人民政权的过程。

其次，毛泽东尤其关注并一直在探索把人

民有效组织起来的形式。早在 20世纪 20年
代，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就提

出了“人民立宪”的思想，强调人民通过直接普

选选出代表，组成人民宪法会议，由人民宪法

会议制定宪法。[12](pp.620、627)参与革命事业后，从

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的农会、井冈山时期的工农

兵代表会，[13](pp.22、72)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统一

战线政权、[4](p.742)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代表会

议，再到制定“五四宪法”的人民代表大会，毛

泽东始终高度重视人民争得国家主权的组织

形式以及组织形式的实质代表性。例如，毛

泽东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要实行“三

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

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

三分之一。[4](p.742)在选举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时，毛泽东强调人大代表的比例要具有实质

合理性，要照顾到各党派、各民族、阶级和团

体，“既要照顾多数，也要照顾少数”，“我们的

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

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

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

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14](p.260)并且，对于

代表的职业构成，毛泽东尤其注重基层代表的

比例，强调“多数的代表还应当是下面的人，像

郝建秀、李顺达这些劳动英雄”。[14](pp.260-261)正如

有学者所说，“每一运动，当有可能建立一个代

表人民利益的立法机关时，他（毛泽东——笔

者注）都不失时机地进行尝试，前后历选六种

形式，直到最后他的法律思想完全成熟时才

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人民立宪’机关——人

民代表大会”。[15](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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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宪法”的制定目的

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和近代史上西方列

强的入侵，使得中国民众呈现出“一盘散沙”状

态，个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国家前途更不

知在何方。毛泽东指出，在旧社会无论哪个阶

级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农民和其他

劳动者是在被统治之下的，他们得不到什么权

利，命运操纵在人家手里。统治阶级也不能掌

握自己的命运，比如国民党政府，它也是不安

的”。[14](p.494)因此，如何通过宪法把“一盘散沙”

的中国人民有效组织起来，是毛泽东在起草

“五四宪法”时考虑的重要内容，而他选择的方

法主要包括两个，即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明确过渡时期

总路线。

（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所谓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

地位”。[4](p.676)“五四宪法”承载着建立人民民主

专政的政权以维护革命秩序的使命，“不这样，

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

亡”。[16](p.1475)因此，“五四宪法”建立了人民民主

专政的国体。其中，“发扬民主”构成毛泽东起

草“五四宪法”的重要目的之一，[14](pp.258-259)这揭

示了宪法与民主另一个层面的关系，即宪法的

制定与实施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毛泽东指

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

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

穿在我们整个宪法中。”[14](p.326)毛泽东对人民民

主专政国体的阐述与处理两类矛盾密切相

关，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

是根本利益相冲突的矛盾，解决敌我矛盾，用

专政的办法，打击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试

图颠覆国家政权的国内外敌人。 [17](pp.206-207)人

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矛盾，解决人

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办法。总之，在人民内

部实行民主制度，给人民选举权和发言权；对

敌人则剥夺其选举权和发言权。“这两方面，对

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

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16](p.1475)

“五四宪法”序言第一段规定：“中国人民经过

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

家。”这就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18](p.5)

所谓政体，是指“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

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

关”。 [4](p.677)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下，“五四

宪法”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构建

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机构系统，

规定了一系列公民基本权利。《宪法草案初稿

说明》指出：“宪法草案关于国家机构和人民

权利的各项规定从法律上保障了国家民主化

的发展。”[2](p.1285)

（二）明确过渡时期总路线

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的未来发展目标，是毛

泽东人民立宪思想的一个创举。“五四宪法”的

起草主要参考了苏联宪法的经验，但是毛泽东

并没有照抄照搬苏联宪法。斯大林曾对宪法

与纲领作出区分，强调：“宪法是写已经有的，

而纲领是写希望。”[19](p.1032)毛泽东并没有吸纳这

种意见，而是在“五四宪法”正文之前增加一个

序言，在序言中规定了国家的发展目标。实际

上，在宪法中规定未来的发展目标这一做法起

始于根据地时期的法制建设。1931年中华苏

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条即明确规定：“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

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他在

全中国的胜利。”在起草“五四宪法”时，毛泽东

延续了在宪法中规定未来发展目标的做法。

“五四宪法”在序言中规定过渡时期总路

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

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

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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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强调：“这个宪法，是

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加上总路线，是过渡时期的

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20]在宪法中明

确规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用宪法这样一个根

本大法的形式，……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

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

国人民的积极性”。 [14](p.328)在毛泽东看来，在

“五四宪法”中规定过渡时期总路线至关重要，

可以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构成起草“五四宪法”

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依据。“五四宪法”的起草工

作本来应该在 1953年完成，但是因为 1953年
过渡时期总路线还处在酝酿和完善过程中，所

以当时尚未开始宪法起草工作。1953年12月
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之后，毛泽东立即开始

“五四宪法”的起草工作，最终将过渡时期总路

线写入“五四宪法”序言。[2](p.1278)宪法学泰斗许

崇德认为，“五四宪法”关于过渡时期总任务的

规定，“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围绕着这个

总任务而展开的全部宪法规范，都反映了时代

的精神和要求，表现了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

渡的时代特色”。[21]

《宪法草案初稿说明》强调：“宪法的基本

任务，就是要从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权力和人

民的权利等方面作出正确的适合历史需要的

规定，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完成获

有法律上的保证。宪法草案的主要努力，首

先用在这个目的上。”[2](p.1284)因而，“五四宪法”

是一部“过渡时期的宪法”。 [14](p.329)有学者指

出，“过渡宪法”的性质虽然符合当时的社会

发展实际情况，但在客观上“也隐含着把宪法

理解为手段或工具的思想”。[22]在这种思想指

导下，“一旦过渡时期结束，或者有其他更为

有效的手段与办法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

性’，那么，五四宪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现实

根据”。 [23]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当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之后，“五四

宪法”就因其核心目标的实现而成为一纸具

文，“失去了继续调整国家和社会的正当性与

能力”。[22]

那么，“五四宪法”失效是否在于其“工具

性质”呢？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宪

法、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决定并服务于经济

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对法的本质的揭示，法

是阶级统治的工具，[24](p.69)而“宪法是集中表现

统治阶级建立民主制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的国

家根本法”。[3](p.36)因此，从政治属性来讲，宪法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从形式逻辑来看，

如果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外在于宪法的，但国家

意欲通过“五四宪法”的实施来推行过渡时期

总路线，此时可以说“五四宪法”对于过渡时期

总路线而言具有工具性质；但实际情况是过渡

时期总路线明确规定于“五四宪法”之中，是内

在于“五四宪法”的，这就意味着贯彻落实过渡

时期总路线是“五四宪法”提出的明确要求。

或许会有观点认为，“五四宪法”作为宪法不

应规定国家发展目标之类的内容，但这种观

点实质上是以西方宪法理论来评判“五四宪

法”，这种评判本身有失偏颇。实际上，如前

所述，早在根据地时期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宪法大纲》等宪法性文件就规定了发展

目标；新中国的历部宪法，包括《共同纲领》、

“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

宪法”在内，均规定了国家的发展目标。“八二

宪法”实施至今 40年，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是

一部好宪法，[1](p.215)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规定

了国家的远期发展目标，给全国人民以方向

感。因此，“五四宪法”后来失效的部分原因

不在于其工具性定位，而在于其关于国家发展

目标的设置不够合理充分。

毛泽东将制定“五四宪法”的目的概括为“为

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4](p.330)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需要先用十五年左右打下基础，然后

再去深入建设直至建成，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五

十年。[14](p.329)这个打基础的环节就是实施过渡

时期总路线的环节，按照当时的估计，过渡时

期要持续三个五年计划，从 1953年算起，到

1967年基本结束，十五年左右时间。 [14](p.316)按

照这个计划，在起草“五四宪法”时，科学合理

的做法应当是把“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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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样一个远期目标规定于“五四宪法”之中。

须知，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尤其是作为国

家“总章程”和“根本大法”[14](p.328)的宪法，更应规

定国家发展的远期目标。但是，最终写入“五四

宪法”文本的却是属于打基础阶段的过渡目标，

这就导致当过渡目标实现后，“五四宪法”就因

缺少远期目标的指引而失去效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宪法起草

者对宪法的根本法属性缺乏深入认知，以及

过于关注宪法的制定而忽视宪法的修改，以

至于产生“这个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

左右”[20]的说法和将“五四宪法”明确为“过渡

时期的宪法”[14](p.329)“现阶段的宪法”[2](p.1273)的定

性。实际上，即便过渡目标实现后，仍可以通

过修改宪法来明确下一阶段的奋斗目标。

三、“五四宪法”的制定方法

毛泽东高度重视起草“五四宪法”的方

法，强调“搞宪法就是搞科学”；[14](p.330)“宪法的

起草算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字都是认真搞

了的”。[2](p.1300)

第一，宪法的制定要采取领导机关意见和

广大群众意见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指出，

“五四宪法”草案之所以得人心，是因为“五四

宪法”的起草工作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

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 [14](p.325)毛泽

东尤其注重让普通群众参与讨论宪法草案的

内容。早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有观点认为自

治问题太复杂，只有那些具有政治法律专业知

识的人才可以参与讨论。对此，青年时代的毛

泽东强调：“这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

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

身上装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

特错了。……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

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

子里。”[12](p.466)据统计，在“五四宪法”草案历时

近3个月的全民讨论环节，“全国各界共有一亿

五千多万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2](p.1298)

“许多地区听报告和参加讨论的人数都达到了

当地成年人口的70%以上，有些城市和个别的

专区并达到了 90%以上”，最终提出的宪法草

案修改意见达52万条之多。[25](p.327)

第二，宪法的制定要立足本国实际。毛泽

东为宪法的起草确定的根本方针是“以事实为

根据，不能凭空臆造”。[2](p.1282)当时最大的事实

根据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完全胜利、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社

会主义经济已经取得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已经

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2](p.1282)基于

此，“五四宪法”总结了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一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

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的制宪经验。[14](pp.325-326)

第三，宪法的制定要吸收借鉴外国宪法制

定经验。在起草“五四宪法”草案时，毛泽东专

门为中央政治局开列了一个宪法文件参考名

单，其中既包括我国近代历史上出现的诸多宪

法和宪法性文件，也包括苏联宪法、苏俄宪法

以及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法国等外国

宪法。[14](pp.320-321)毛泽东强调：“讲到宪法，资产

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

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

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14](p.326)对于外国宪法

制定经验的吸收借鉴，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决

不能照抄照搬。毛泽东强调：“所谓‘全盘西

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

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

的。”[14](p.707)“五四宪法”的制定既参考了国外经

验，也立足我国国情。“五四宪法”主要是以苏

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宪法为参考对象，参考了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26]

但是对其中不符合国情的内容也大胆否定，例

如，宪法结构、国家主席的设立、少数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国家机构的设立等方面的规定不同

于苏联宪法。 [27](p.90)总之，“五四宪法”的制定

“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

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在

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宪法。毛泽东指出：“我

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

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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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14](p.326)

第四，宪法的制定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

相结合。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五四

宪法”的重要原则。其中，民主原则体现在

“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

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原则体现在

“我们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

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

业化”，[14](p.326)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何

通过“五四宪法”的规定及其实施来发展人民

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强调：“一时办

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14](p.326)例如，保

障公民权利是发展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

意，但是权利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需

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的。毛泽东强调：

“公民权利的物质保障，将来生产发展了，比

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

大’。”[14](p.327)最终通过的“五四宪法”在劳动权、

获得国家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等权利的相关

条文中都增写了“逐步扩大”一词，这就体现了

发展人民民主的灵活性。社会主义的建设也

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

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就体现了建设社

会主义的灵活性。[14](p.327)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

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28](p.120)我国

现行宪法是在继承了“五四宪法”的主要内容

和基本精神，吸取了“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

教训，经历了“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后

形成的。习近平强调：“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

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

任务和基础性工作。”[1](p.196)毛泽东人民立宪思

想对于现行宪法的全面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

启示意义。

第一，推动现行宪法全面实施，必须突出

宪法的法律属性。“五四宪法”颁布后短时间内

就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强调其政治

方面的工具性，而忽视了宪法本身所具有的法

律属性。 [22]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

权威、法律效力”，[1](p.201)推动现行宪法全面实

施，必须高度重视宪法的法律属性，要在立法、

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贯彻落实宪法，要建立

健全包括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在内的宪法实

施与监督制度。

第二，推动现行宪法全面实施，必须全面

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29]习近平

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

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1](p.118)“全面实施宪法是

全面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1](p.200)要全面实施

宪法必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力量源泉和胜利

之本，必须在人民群众中加强宪法教育，调动

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

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

奋斗。”[16](p.1318)“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

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

义务的根本保证。”[18](p.7)因此，要调动广大人民

群众参与全面依法治国和宪法全面实施的主

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就必须“使广大人民群

众真正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

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

器，使宪法真正走入日常生活、走入人民群

众”。 [1](pp.218-219)这就要求在宪法全面实施过程

中，必须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当然，对于人

权的理解不能照搬西方，而要立足我国国情。

人权的保障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人权的实

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7](p.195)“人民

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18](p.146)我国现在虽

然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但是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仍然比较

落后，这就需要我们“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

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

首要的基本人权”。[18](p.144)

第三，推动现行宪法全面实施，必须完善

全过程人民民主。毛泽东揭示了宪法与民主

的两层关系，即民主事实的创造是制定宪法的

前提，宪法的实施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同

时，民主也存在质量高低之分、程度深浅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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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发展得质量越高、程度越深，也会越推动

宪法深入实施，也就是说，民主的进一步发展

能够促进宪法的进一步实施。我国人民民主

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

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

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

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

民主”。 [18](p.336)而现行宪法规定的国体、政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相关权利等内容，为

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法上的制度基础。

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逐渐完善和深入实践，宪

法的相关规定必将得到全面实施。

第四，推动现行宪法全面实施，必须采取

立足我国国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

吸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相结合的方式方

法。尤其在吸收借鉴国外法治经验的时候，要

认识到西方法治的弊端近几年暴露得越来越

多，我们必须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批判性地吸

收国外法治经验，剔除其糟粕、吸取其有益成

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些核心、根本的

东西绝对不能丢。习近平强调，“法治当中有

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每一种法治

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

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

都有一种政治立场”；[30](p.34)“党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

根本的保证”。[1](p.92)现行宪法序言和正文第一

条明确规定了党的领导地位，因此，在推动现

行宪法全面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必须坚决反对西方所谓“宪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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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ors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Party has always persisted in the fundamental plan of having good successors, adhering to the criteria
of virtue and talent and that of integrity first, laying empasis on the education of Marxist theory, sticking to training and growth in practice, and
foregrounding youth and young cadres as the basic targets. (Zuo Peng and Zhong Juan)
The CPC’’s Innovation in Legal Practice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re were eight major innovations in legal practice by the
CPC members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realizing the right to democratic revolution, achieving the state system (the united front),
attracting invest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guaranteeing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establishing
diversified ways of people’s mediation work, bringing into being various ways of criminal rehabitation, adopting various democratic election
methods, and promoting the method of Ma Xi-wu trial. These practical innovations provided the wisdom and solutions of the CPC members for
the realisation of the right to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colonial and semi-colonial countries; they are of grea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form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day, and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o Tie-chuan)
The CPC’’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Century-Long Practice, Experience, and Insights：：Strict discipline is the CPC’s fine tradition and
political advantage. In all historical periods when the Party led the people in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PC always adhered to
administrat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developed and improved the Party’s discipline, and continually promoted it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incorporated discipline into the
overall layout of party construction, placed it in a more important and prominent position, and promote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to a new stage and
the“fast track”of maturity and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Party’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from ger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continual improvement and maturity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Wang Shi-long)
On Mao Ze-dong’’s Idea that““China Shoul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Mankind”：”：Mao Ze-dong, a great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strategist and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fighter,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of the oppressed nations in the world. and the cause of peace and justice for mankind.
He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hina’s contribution to mankind, putting forward the important assertion that the Chinese people“stand
rock-firm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founding the idea that“China shoul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mankind”, establish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realising the four modernisations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state, and guiding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New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journey to achieve its
second centennial goal of struggl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view Mao Ze-dong’s thought that“China shoul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mankind”. (He Quan-sheng)
OnMao Ze-dong’’s Thought on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Constitution of 1954 and Its Inspiration：：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of China was
form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stitution of 1954. As the first formal constitution, people’s constit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itution of New China, it
directly manifestes Mao Ze-dong’s thought of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The Constitution of 1954 embodies Mao Ze-dong’s thought of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in terms of the basis, purpose and method of its formulation. The Constitution needs to be analysed in the context of Mao’s thought of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And his thought of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embodied in the formulation basis, purpose and method is an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promoting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current constitution. (Zhang Xiao-shuai)
Developing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uring the Collectivisation of Agriculture: Effectiveness and Inspiration：：Developing and
strengthening a new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re has been existing“stigmatization”of collective
economy for a long time, which partially results from to the prejudice against the period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fact, when we break the
shackles of the a priori framework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times and resort it to the dimens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 would find
that the collective economy has played a role in overcom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facilitating th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and fostering farmers’socialist consciousness in ways that the
individual economy could not achieve. The value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re of great value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countryside, such as“the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means with insufficient economic convergence”,“the impact of large markets on small
farmers”and“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farmers for profits”. (Wu Shu-li)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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